
 

 1 

贵州民俗研究 70 年:基于学术史的考察 

杨兰
1，21

 

(1．华中师范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9; 

2．贵州民族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自 1937 年民间文学阵地向西南地区转移，贵州民俗研究随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组织的民族调查而

获得长足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三次大规模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为贵州民俗研究提供了大量研究素材，非

物质文化遗产顶层设计和西方口头传统理论及成果的规模输入也为贵州民俗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参照，贵州民俗研

究实现了从“资料取向”转向“资料取向与学科取向并重”的范式转换。 

【关键词】：学术史 七十年 民俗研究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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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开自明世前，此皆溪洞苗蛮也。故今各府风俗，止就明以来志乘中语书之。其汉、唐、宋诸史书中，西南夷、南诏、

南蛮诸传所载，则编于苗蛮之首”[1]。贵州自古以来便是民族聚居地，民俗(1)资源丰富，考察贵州民俗研究的学术史，可见时空

距离的缩短，不仅强化了作为地域符号的民俗文化，也强化了地域内文化持有人的文化权利，学术史的梳理无疑成为学科发展

和地域研究的理论参照。 

一、从为黔定位到历史重构:贵州民俗研究发韧 

19 世纪西方传教士和部分出国留学者引介了社会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方法，贵州成为民俗研究的重要阵地。一方面，黔

籍学者迫切想证明地方性文化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回应时代诉求和国家需要;另一方面，原生态的文化生境成为资料学研究

的最大贡献，也成为多元化文化自证或证实的重要材料。具体来讲，新中国成立前的贵州民俗研究，除学界观照较多的吴泽霖、

谢六逸等外，大量黔籍学者的地域文化研究历百余年仍有学理价值，新中国成立后的贵州民俗研究，沿民族大调查推进，影响

贵州民俗研究七十年。 

(一)为黔定位:入黔学人与黔籍学人的民俗考察 

在被视作蛮荒之地时，西方传教士便已系统关注贵州经济社会发展。1640 年，葡萄牙耶稣会士德·马盖兰斯

(Magallang·Gabrieli)入华游历，所著《中国新纪实》[2](Nouvelle relation de la Chine)(1688 年)较早记载了贵州苗族语

言、文化、习俗等相关资料。1876年，G·M·H普莱费尔(Playfair)以著作的形式[3]记载了不少贵州苗族资料和图片，为贵州苗

族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19世纪末 20世纪初，中国现代民间文学被作为一门学问开展研究，黄遵宪、夏曾佑、蒋观云等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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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间文学提出了各自观点，后章炳麟、鲁迅也对民间文学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独到见解。[4] 

对贵州苗族民间故事和歌谣的收集始于 19世纪 80年代末英国传教士塞缪尓·克拉克(Samuel R Clarke)在黔东南的调查，
[5]至 20 世纪初，日本学者鸟居龙藏(とりいりゅうぞう)在贵州安顺搜集记录了苗族创生神话和瑶族槃瓠神话。英国传教士塞缪

尔·柏格里(Samuel pollard)在昭通布道时，因苗族信众常往返于威宁与昭通之间习知求道，遂于 1905年春迁址石门坎建校招

生，翻译苗族歌谣和研究苗族文字。[6]随后黔籍学人安健(1)与杨万选(2)详尽考察贵州彝族和苗族，涉及组织模式、风俗信仰、传

说故事、经济社会等方面，开启了贵州本土民俗研究。 

抗战爆发后，民间文学的阵地转向了西南地区，自谢六逸出任上海迁黔的大夏大学文学院院长伊始，贵州民俗研究有了兴

燃之势。1938 年春，大夏大学成立了“社会经济调查室”调查研究西南民族社会与经济，在调查过程中，深感贵州民俗资源的

丰富，将该调查室改为“社会研究部”，将调研重点转向社会状况与民俗材料的调查与研究，民间文学在此阶段亦受到了极高

的重视。凌纯声、芮逸夫、吴泽霖等一批学者，对西南地区各民族的民间文学进行了有计划、有组织的调查，调查地涉及贵州

安顺、炉山等县市，后将所搜集的资料汇编成多部调查报告出版。(3) 

吴泽霖的相关研究始于此次调查，他关注并记录了贵州苗族的各类神话，[7]如洪水神话、兄妹婚神话等，[8]他的神话研究受

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影响颇深，重点关注神话的社会功能，诸如从社会学和民族学角度讨论神话中的人类始祖、火的

起源等。经过长期调查，吴泽霖开始关注贵州的民族分类问题，他通过饮食、服饰、居住、婚丧的比较探讨贵州苗夷与汉文化

之不同，认为通过语言识别民族有可取之处，但又因人的语言学习能力，发现以语言区分民族之弊端。[9]杨汉先是黔籍学人，1940

年到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工作，1941 年到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在闻家宥等人的帮助下，完成了《大花苗移入乌撒部

考》的写作，并于 1942年刊登在该所刊物《中国文化研究汇刊》上。[10]后又与闻家宥一起发表了《乌蛮统治阶级的内婚及其没

落》，深刻揭露了彝族古代社会统治阶级的没落缘于森严的等级内婚制，统治阶级间的婚配因距离的遥远、婚配范围的紧缩，导

致近亲婚配产生极严重的生育问题，在统治阶级范围内，人口死亡率逐渐攀升，更有族灭的可能。[11]岑家梧在 1940年接替吴泽

霖的工作，于 1943年与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学者一同赴黔南考察仲家(布依族)祭礼，详尽记录了荔波仲家“作桥”礼仪。[12]陈

国钧从 1941年至 1943年间，深入贵州民族地区进行调查搜集工作，认为歌谣隐含了个人遭遇和喜怒哀乐之情绪，就苗夷而言，

歌谣替代了文献历史，有其研究价值，遂作《贵州苗夷歌谣》，举凡有调均纳其中，又与吴泽霖合著《贵州苗夷社会研究》，影

响颇大。[13]至新中国成立前，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学者们在《社会研究》上发表了大量的民间文学作品，(4)均是基于调查过程中

所搜集的材料，进行记录整理的民间歌谣、故事和传说等，成绩蔚为可观。 

自西方传教士入黔，贵州民俗作为调查重要组成，始于介绍性质的概说。至抗战时期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的调查，资料学

意义上的搜集整理成果为后续研究筑牢了根基。作为一种亚文化，民间文学与文化长期游离在学人研究视野之外，尽管研究之

始基于政治诉求，但所带来的燎原之势推动贵州民俗研究走向成熟。 

(二)重构历史:民族识别与民俗搜集的返本开新 

新中国成立后，贵州民俗研究进入新的篇章。1950 年，陈志良在其专著
[14]
中专辟章节记录了贵州苗族、瑶族、侗族、彝族

习俗。1951年，费孝通参加中央访问团赴贵州进行少数民族访问工作，专作七篇文章辑录成集，主要介绍贵州各民族历史发展、

风俗习惯、人口分布以及语言使用情况等。
[15]

1952年，贵州开始民间文学的搜集和采录工作，由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

马学良教授主持，成员有邰昌厚、潘昌荣和今旦等，赴黔东清水江一带进行苗语调查，并记录苗族歌师的史诗唱诵，完成《金

银歌》《古枫歌》《蝴蝶歌》的采录，以及祖源故事《洪水滔天》《溯河西迁》的整理。 

1956年，全国开始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贵州和湖南由吴泽霖带队任组长，仇复荣任副组长，以巫脚交(今贵州省黔东南自治

州台江县方召乡巫脚交村)为试点，耗时 4 个月将巫脚交的民族经济发展情况、风俗礼仪、服饰饮食等调研资料汇编成 50 多万

字的调研报告。1957 年赴台江、罗甸、从江、剑河、雷山、丹寨、黄平、炉山等地分片调查，汇编完成了多部调查报告(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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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因编写少数民族简史简志的需要，成立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展开调查(2)，涉及苗族、彝族、布依族、侗族、水族、

壮族、仡佬族等，较为全面地掌握了贵州少数民族的经济、社会、文化、风俗等情况，至 1963年底，调查组撤销。[16] 

同一时间，贵州省文联关注到了民间文学资料的搜集，组织人员到清水江流域苗族地区搜集了苗族诗歌近百首，民间故事

百余个，基于此次调查所获，省文联开始着手《贵州民间文学资料》的编印，共 72集[17]，涵括了贵州彝族、苗族、侗族、布依

族、仡佬族等民族的各类民间文学作品，《苗族民间故事选》也于 1962年编印[4]，众多民间文学资料的刊印为成为资料学意义上

的重大突破。 

值得注意的是，1962年[17]和 1963年[18]署名为华西和云峰的作者在《中国民族》上发表文章，提出了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

调查组和贵州民族研究所在编写民族简志过程中所遗留的问题并进行探讨。1964年至 1965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贵州少数

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与贵州分院民族研究所编印了黔东南舟溪、罗甸、台江、剑河等地的调查报告(3)。1966 年贵州省博物馆对

赫章县汉墓的挖掘情况进行了详细报道，大批文物资料为贵州历史与民族的研究提供了证据支撑。 

伴随三次民族大调查工作的开展，自 1937年民间文学阵地向西南地区转移，贵州民俗研究取得的诸多成果。从对民族社会

历史文化情况的分类梳理转向了对民间文学的关注，尽管这一时期民间文学的研究仍然延续了早期的搜集整理之法，但学者们

认识到了歌谣、故事、史诗中的学术价值，无疑为深入研究的破题之举。 

二、从文化自省到文化自信:贵州民俗研究滥觞 

1967至 1977年的贵州民俗研究，除涉及夜郎考古的民俗研究外，仅有资料学的积淀。1967-2005年贵州民俗研究的树状知

识网络基本成型，由“夜郎自大，黔驴技穷”的弱势心态转向“夜郎自古不自大，黔驴从来不技穷”的文化自信，跨学科研究

渐趋常态。 

(一)从文化自省到文化自觉:夜郎文化研究 

夜郎研究始于史学视域，1958 年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依托搜集整理的贵州史资料编写贵州古代史，夜郎作为贵州古代史上

的重要组成受到瞩目。赫章考古出土了夜郎时期文物，随即省博物馆邀请省内高校以及科研部门和文物考古工作者举办了考古

训练班，在会上侯哲安教授介绍了他所搜集整理的相关文献，虽然会后未有论文发表，但确为贵州夜郎研究的首次行动。 

1978 年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恢复后，在贵阳召开了古夜郎问题讨论会，参会学者分别从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

语言学等角度对夜郎族属、疆域、社会制度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随考古挖掘，大量文物出土，为夜郎研究提供了许多可供参考

的资料，但受限于诸多因素，研究者们深感研究之困难，能形成定论的观点不多。会后择 14篇辑入《夜郎考》论文集之一。 

1979 年，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召开了第二次夜郎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较之前增加了十余篇，吸引了许多省外专

家参会交流，这次会议在上次讨论的基础上，延伸了民俗学、文献学角度的讨论，会后辑 23篇文章入《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二。 

考古仍是夜郎研究的关注点，有学者详细介绍建国以来的文物考古工作，旨在为夜郎研究的学人提供研究资料，
(4)
亦有学者

围绕墓葬形制、埋葬礼俗、文献典籍，探讨墓葬的族属问题，并提出赫章可乐“西南夷”墓群的族属应为“百濮”系统的观点，
[19]辑录文献的考证成为夜郎研究的重要方法，如考释汉牂牁郡 34城，认为夜乃谢之音转，夜郎之夜，本当作谢[20]，又如溯源夜

郎、牂牁等疆域沿革及贵州八十二市县来历等，这些成果各有理据，但资料缺失以及推理演绎中有诸多难以把握之处，仍有巨

大的拓展空间。随着夜郎研究热潮的蔓延，云南、四川、上海的学者也相继加入贵州研究队伍，纷纷寄来夜郎研究相关文章，

最终汇编成《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三。翁家烈在关注夜郎史学问题的同时，注意到了研究地域内的竹王神话，从竹王神话出发，

沿文献中的历史脉络，分析夜郎社会性质，[21]至夜郎学术研讨会议后，他继续探讨夜郎族属、势力范围、社会形态等问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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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夜郎县在当今贵州北盘江流域的贞丰、册亨、望谟、晴隆一带，古夜郎为仡佬族先民濮人所建。[22] 

夜郎研究在省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从地域范围、民族归属和史学意义上的探讨延伸到民俗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通

过不断深入的挖掘，亦对以往定义进行纠偏。然而，集中的交流探讨相比分散的个人研究更能推动研究发展，“99’夜郎学术

研讨会”(1)的召开成为历史必然，各地学者的参与将研究推向了高潮。鉴于夜郎学术研讨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贵州、湖南、云

南、四川、重庆、广西六地学者深感成立夜郎文化研究院的必要，在贵州民族文化学会、贵州省彝学会、贵州省苗学会、贵州

省布依学会、贵州省土家学会、贵州省仡佬族学会、贵州省水家学会、贵州省侗学会、贵州省回族学会的大力支持下，西南夜

郎文化研究院于 2004年正式成立，自此西南夜郎文化研究院所挂靠的贵州民族学院成为夜郎研究的重要阵地。成立之初，收录

夜郎研究 90余篇论文编《中国西南夜郎文化研究文集》(卷一、卷二)，在《贵州民族学院学报》(今《贵州民族大学学报》)设

“夜郎文化研究”专栏，发表第一期中外学者夜郎文化研究成果。随着翻译和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夜郎文化研究巨著《夜郎

古国史源文化理论研究》(上、中、下)出版，是自“哎哺到战国秦汉时期以来，在人们共同体或政治实体存在中的‘夜郎古国’

及它的史源文化的全方位记录”，[23]夜郎文化研究院强调从彝文古籍中探索夜郎问题，成果之丰如《中国彝诗文化理论研究》《夜

郎史传》等理论研究为夜郎文化的研究奠定了雄厚基础。 

回溯夜郎研究众多成果，学者们虽多角度探讨，最终都回归到疆域、族属等早期问题中，研究视角仍显单一，当下夜郎文

化伴随贵州旅游发展，进入旅游研究领域，成为贵州旅游的核心要素，其意义和价值正不断沿外延扩展。 

(二)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民俗文化研究 

1979 年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在贵阳成立，成立之初就如何编好苗族、布依族、侗族、仡佬族等民族史及如何运用马克思主

义民族理论结合实际解决我国民族问题展开了学术研讨。在第二次研讨会中，提出了进行“六山六水”民族综合考察的提议，

1982 年贵州民族研究学会组织，贵州民族研究所牵头，联合贵州民族学院、省社科院、省博物馆等单位共同对贵州展开了全面

的民族调查，调查自 1983年起至 2017年仍有成果面世，(2)历时 35年之久，范围广，成果多，影响深。1982年启动首次调查，

由贵州民族学院教师柏果成带队考察荔波的瑶山、瑶麓和茂兰三个瑶族聚集区。次年正式成立“月亮山区域民族综合考察队”，

分设瑶山公社、加宜公社、计划公社、孔明公社、瑶语、都柳江考古等 6 个调查组，历时 2 个月，分别到荔波、榕江、从江等

十四个调查点对苗族和瑶族进行调查，撰调查报告 31篇，计 80余万字，定名《月亮山区域民族调查》。继此次调研之后，每年

一次或几年一次调查从未间断，并将调查内容如期汇编印刷，形成了海量的系列资料文集。(3) 

1980年至 1982年期间，研究者对贵州酒俗、戏曲、歌谣、葬礼等方面的研究也多有涉及。据考古“夜郎旁小邑”及史料佐

证，有学者认为贵州本土少数民族的酿酒历史可以上推至西汉早期的夜郎时代，歌谣的研究也从早前的记录整理转向了艺术研

究，“八音坐唱”被认为是布依戏的初级阶段，因贵州布依族主要分布在盘江流域一带，与广西仅一水之隔，故而认为布依戏

多从壮戏演化而来。《苗族古歌》的出版，受到钟敬文先生的肯定，也得到潜明滋先生的赞赏，认为是一部值得重视的古歌，蕴

藏着巨大的科学价值，[24]其序言部分已初显民俗研究的影子。1982 年彝族史诗《洪水泛滥史》提出史诗蕴含历史文化信息和先

民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25]的观点，对以后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1986 年“贵州神话和史诗学术讨论会”在花溪召开，要求以神话和史诗为研究重点，将神话和史诗置于文化系统中进行研

究，
[26]
与钟敬文先生在 1991年提出的“民俗文化学”强调民间文学的研究要进入文化视域

[27]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贵州神话与史

诗的研究，逐渐从族属追随转向文化研究。有从宗教整体形态的研究，借助神话和宗教观念、宗教活动来发现两者间的联系，[28]

亦有就文本本身的研究，关注文本文化意义，何积全的竹王传说研究正是对会议主题的积极响应。 

1987 年 3 月贵州召开了全国中青年民俗学学术讨论会，讨论会关注各民族民俗事项，鉴于少数民族历史多无文字记载的现

实，民俗事项成为探究民族形成、文化形态、经济生活、历史变迁等问题的“活”文献，会议论文集设人生礼仪、精神信仰、

岁时文艺、社会功能四章开展讨论，是贵州省第一部民俗学文集，标志着贵州民俗研究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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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贵州召开傩堂戏学术讨论会，曲六乙在会上提出了要建立科学的傩戏学，这不仅是基于研究队伍的形成，更是基于

对各民族傩戏情况的深入了解。1988 年 3 月，贵州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与“日本中国民俗学学会”签订了“关于共同进行贵州

傩文化及民俗研究的协议书”，傩戏研究迈向系统性研究阶段。特别关注地戏脸子的沈福馨就地戏源流、分布情况、脸子及艺

人传承较早进行了专论研究，[29]并相继编撰了多部介绍性书籍。1990 年，庹修明出版了首部全国性的傩戏傩文化研究专著《傩

戏·傩文化》，并作为顾问出版两部傩戏和傩文化研究的资料集。这一阶段，地戏研究专攻傩戏演化、剧种之争、戏剧特征等问

题，产出一批研究成果。 

多次学术会议的召开，促进了研究发展、实现了研究转向、拓展了研究领域。贵州民俗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全国

范围内的民间文学学术转向，和贵州民俗资源的繁盛，吸引了大量省外研究者的目光，他们的加入充实了研究队伍，贵州民俗

研究向多元化发展。 

三、到民间去与朝向当下:贵州民俗研究现代转型 

(一)到民间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贵州实践 

200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以非物质形态存在

的、世代传承的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并将口头传统、民俗活动、民间表演艺术、传统技艺、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

识和实践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纳入相关的文化空间。自 2006年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公布至今，

贵州共有 104 个项目(含扩展项目)入选，民族音乐、医药、技艺等进入人们视野，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的研究蜂涌而起，

极大地推动了贵州民俗学学科的建设。硕士授权点、博士建设项目等一批本土高层次培养机构的建成，培养了诸多新生力量，

充实了贵州民俗研究。 

中国民俗学朝向当下和到民间去的学术实践，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顶层设计，也带来了地域民俗研究的实践转向，贵

州民俗也因此进入朝向当下的实践，非遗研究取得颇丰的成绩。从遗产保护角度生发出以静态保护为主和以产业开发为主的两

方论辩，双方论辩难以胜负盖棺定论，但以现实走向来看，当前的非遗在旅游发展的背景与实用主义的驱动下，正朝着产业化

发展道路迈步，个案研究也成为非遗研究的主要形式。针对非遗的保护问题，在各专家学者的研究上贵州形成了多种保护机制，

一事一议的策略将立法保护、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和文化生态保护等保护机制落实到非遗保护的实践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朝戈金 2000 年译介引入美国学者约翰·迈尔斯·弗里的《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

口头传统的研究渐兴蓬勃之势，贵州学者亦有沿此向进行研究的成果。但更多的人在非遗之外探索民俗文化资源，不断拓荒丰

富贵州民俗体系，为贵州成为民俗研究重地而奋力耕耘。 

(二)双重取向:资料取向与学科取向并重 

实践表明，已有研究成果事实上无法绕开文本或文化，研究文本不能脱离文化，研究文化亦不能脱离文本，为避免研究成

果的无限向前端延伸或无限向后端延伸，资料取向与学科取向并重成为重要导向。诸如拓展民间文学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对

作品本体结构、类型化、人物形象、文化本质进行专门研究或比较研究，爬梳作品流变轨辙，探讨演变规律。母题研究的方法

在民间故事的研究中得到发展，以主题、母题、类型为切入点的比较研究超脱了文本范畴进入历史、文化、心理等领域。苗族

口传史诗《亚鲁王》面世后，沿用母题分析的研究方法，将文本置于史诗生存的历史文化环境中进行考量，厘清其发展的历史

演变轨迹，探寻史诗稳定传承的文化内核，是贵州少数民族史诗理论研究的重要突破。传承人研究基于民间文学的口传性特征，

传承人在文学作品、民间技艺的传承和传播过程中发挥了载体作用，同时仪式场域的研究也随之被捆绑，作为文化的传承人，

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张力，既延续民族文化传统特色，又积极回应国家力量的整合和现代文化的挑战，是具有普遍意义

的重大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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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出版的系列民族文化丛书以新中国成立为时间节点向后端延伸梳理零散成果，以民族为划分标准，形成了苗族文化研

究、彝族文化研究总集。以语言文字、民俗文化、文学艺术为主题，将进入 21世纪以来的贵州少数民族研究成果汇编成册，哲

学思想史的研究在各民族的神话传说、宗教信仰、民间歌谣中剥离凝练，追寻原始思维方式。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2017年在贵州

考察调研，将新时期贵州毕节彝族、黔东南侗族、台江苗族的文化作为补充和完善，形成三部资料学意义上的调查报告。民俗

的变异性决定了随时间的纵向延伸，民俗形式、内涵、功能等均会产生变化，资料学意义上的调研和搜集是保持研究活力的重

要基础。 

(三)朝向当下:贵州民俗研究的学理实践 

随着“文献考据和文本溯源式的研究逐渐为对当下的民间传统进行田野调查和研究的民族志所取代”，
[30]

现代性转向为贵

州民俗研究朝向当下的学理实践开辟了新路径，生态学的研究亦随环境问题的凸显成为民俗研究的热点，20世纪 80年代末所强

调的生态，是指民间文学的生存土壤，当下从生态学角度探讨民间文学作品中的生态意识，是对贵州少数民族生态观念的整体

性思考，亦对贵州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传统研究过多关注民间传说故事中的角色人物，而贵州历史名人众多，亦可成为民俗研究中的新阵地。尹珍文化虽研究者

甚少，却因“北有孔子，南有尹珍”的言论而不可不予言说。尹珍是东汉儒学家，师从文化大家许慎和应奉，学而返乡设学，

被称为贵州文化教育的拓荒人，有“凡属牂牁旧县，无地不称先师”的美誉，故而有“尹珍文化为贵州文化之发端”的说法。

1980 至 1999 年间的尹珍研究主要是对其身世、故地及教育影响的探讨，2004 年由正安县人民政府带头编印了《尹珍文化》一

书，共辑 23篇尹珍文化研究文章，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研究材料。 

“武当山得道，福泉山成仙”，世传张三丰在贵州福泉得道升仙，其传说故事颇丰，在贵州，张三丰传说被收录入《中国

民间故事集成·贵州卷》，同时也被辑入黔南州卷、遵义卷、道真仡佬族苗族卷、都匀市卷、独山县卷、瓮安县卷以及《黄平民

间文学集》中。而专门整理出版的张三丰故事册子(1)则繁不胜举。福泉市三丰文化研究会还专门创办内刊《三丰文化》旨在收录

张三丰的传说、故事和相关研究文章，两期刊物所刊登的“宝塔镇犀牛”和“贵定借井”丰富了张三丰传说群，但限于经济原

因刊出两期遂停刊。即便有着丰富的传说故事，贵州张三丰的研究始终不咸不淡，除刘守华教授在其《张三丰寻踪》[32]中用 30

余页记录了张三丰在贵州的 12则传说故事外，鲜有研究文章出现。 

四、思考与展望 

回顾贵州民俗研究七十年，大致经历了三次转向:从资料搜集整理转向史学与民族学研究，从族源与地源的厘清转向文化本

质的思考，从单一研究方法转向多学科研究的方法联动。抗战爆发，民间文学阵地向西南地区转移，特别是大夏大学成立了“社

会经济调查室”对贵州民俗研究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一系列民族社会生活与民间文学辑录资料的刊印，为贵州民俗

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后，贵阳召开了三次学术讨论会，2004 年成立西南夜郎文化研究院，标志着夜郎研究贵州的

领军地位，夜郎文化的研究成为贵州民俗研究的重要阵地。2005年贵州 30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贵州民俗研究开始转向非遗研究。2005年以来有一批硕博士学位论文亦关注贵州民间传说、故事、史诗、戏剧等。 

七十年来，贵州民俗研究自不止文中所举要目，研究旨趣沿历时脉络从为黔定位到历史重构、从文化自信到文化自觉、从

到民间去到朝向当下。不考虑全知视角，仅以限制视角和他者视角考查地域文化持有人、学术共同体和政府职能部门，可见多

重要素均可纳入贵州民俗的研究边界，活形态、地域性和接受性无疑成为贵州民俗研究的新思路和新方法，“资料取向”到“资

料取向与学科取向并重”的范式转换亦将成为较长时间内贵州民俗研究的基本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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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刘守华，李征康．张三丰寻踪[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 

注释： 

1钟敬文先生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编的《民间文学论丛》中专论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将民间文学作品及民间

文学理论视作民俗志和民俗学的构成部分。 

21911年，安健在《地学杂志》二卷十八期发表《贵州土司现状》，1928年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四卷四四至四五

期上发表《贵州民族概略》。 

31929年杨万选撰《贵州苗族考》，系贵州苗族首部系统性研究著作。 

4社会研究部的学者们先后于安顺、定番、炉山、下江、都云、八赛、三合、荔波、都江、榕江、永从、黎平等地调查社会

状况和民族资料，出版了“贵州苗夷研究丛刊”以及《炉山县苗民调查报告》《安顺县苗民调查报告》《定番县苗民调查报告》

等调查报告多种。 

5《洪水滔天歌》《太阳月亮的神话》《侗家洪水歌》《花苗开路歌》《侗家朱洪武歌》《黑苗七月会歌》《红苗情歌》《格江黑

苗情歌》《黑苗情歌何家弹棉花歌》《水家酒歌》《普定水西苗婚歌》《普定水西苗送郎歌》等。 

6《清水江流域部分地区苗族婚姻》《贵州省从江县加勉乡苗族调查资料》《台江县巫脚交经济发展状况》《布依族的婚姻》《贵

州台江县苗族的家族》等。 

7调查点包括遵义县、罗甸县、三都县、榕江县、黔西县、望谟县、安龙县、从江县、台江县、丹寨县、雷山县、剑河县、

黎平县等 20余处。 

8《贵州省黔东南舟溪地区苗族的生活习俗》《贵州省罗甸县平亭村布依族解放前的社会经济情况和解放后的发展变化》《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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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省台江县巫脚交苗族人民的饮食》《贵州省剑河县久仰乡必下寨苗族社会调查资料》等系列调查报告。 

9《夜郎考》《贵州史专题考》《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初论》《牂柯沿革考》《夜郎国族属考》《夜郎沿革考》亦是这一时

期的重要研究成果。 

10 1999年 11月 24日在贵州贵阳召开由贵州省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等单位共同主办的“夜郎学术研讨会”，影响广泛，

学界称为“99’夜郎学术研讨会”。 

11 2017贵州省民族研究院、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为了解易地扶贫搬迁群众进入新环境后的文化适应情况，掌握移民在文化

适应过程中出现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专题调查，形成了《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2017年调查专辑》。 

12文集包括《贵州民族调查》24集调查报告、《民族志资料汇编》11集、《民族研究参考资料》30余集部分资料、《贵州省

志·民族志》《中国苗学》《夜郎故地上的女性》《水族通史》《独特的社会经纬——贵州制度文化》《奇异的石头世界——贵州岩

石载体文化》和《苗族简史》《布依族简史》《侗族简史》《水族简史》《仡佬族简史》5部民族简史，以及“六山六水”调查资料

集共 10集。 

13彭松荣整理《张三丰故事》、王巩汉著《黔南山水情》、黔南文艺研究社主编《邋遢道人张三丰传奇》、杨国霖与熊生祥搜

集整理《张三丰传说故事与遗迹》、杨承德编《张三丰逸闻》、李以智与黎昌念主编《息烽民间故事选》等。 


